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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書 言 平 

評《失魂與還魂》1兼論以現實問題作為基 

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點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在1994年開始，籌備出版一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 

書」，邀請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就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關課題，撰寫合共十冊的 

書籍。據該會中國福音事工部主任徐武豪指出：中國文化在近百年內經歷重大的 

變革，至今國人尚在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徐氏等相信：「中國文化變革的突 

破，迫切需要基督的啟示。同時，基督教只有回應中國文化的問題，才能體現它 

的本來價值。」他們力圖建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內在關係，方法是：「從中國 

文化出發來迎接基督教的啟示，同時又透過基督教的啟示返回中國文化本身。」 

這是他們出版此套叢書的緣起。
2 

整套叢書的主編為溫偉耀與陳榮毅兩位學者，他們為叢書訂定了以下的宗 

旨：「本著福音派信仰及其神學的基本立場來回應中國文化的問題。」換言之， 

基督教是首先被確定為毋庸置疑的認知結構與價值判準，藉此理解與審斷中國文 

1謝文郁；《失魂與還魂——中國文化困惑與出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書」第 

一種’溫偉耀、陳榮毅合編（多倫多：加拿大證主協會’ 19¾年），203頁。 

2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書 I宣傳單張（加拿大福咅證主協會，1995)� 



rn 建道學刊 

化的理想與現實；又與「中國文化諸多學科領域中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對話」， 

檢視它們的成敗得失，並力求以基督信仰來協助中國文化的更新。（見二氏：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書」序言〉，頁7〜8。) 

以上勾劃的是一幅高遠而弘廓的圖象，令人感到無比興奮。就溫、陳二君所 

釐訂的立場與宗旨，我們大抵可以歸納出這套叢書的三個特色，筆者會逐一介 

紹，並給予個人的評論。 

第一，強調福音信仰立場：溫、陳等在〈叢書序言〉特別指出其風格特徵之 

一是「信仰純正」，又堅持透過福音信仰及其神學的基本立場來回應中國文化的 

問題。這是一個既嚴肅又勇敢的宣告。從二十世紀初迄今，曾有不少華人神學工 

作者致力本色化神學的研究，也達成一定成果。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持自由主義 

的神學立場，視當今的基督教為西方的、其中一種可能的建構形式，不同時代的 

人有權根據需要，訖釋不同版本的基督信仰；而基督教也只是人類理解上帝的其 

中一個進路，不同民族及文化各自分享了對上帝不同、但同樣具價值的理解。他 

們幾乎視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為具同等權威的理論體系，可供他們自由剪裁， 

選取合宜的資料，編寫他們認為適切有效的「基督教本色化神學」。這種在信仰 

立場上的妥協，甚或淪為宗教調和主義的主張’很難在教會內得到廣泛共鳴，因 

而多是此等神學工作者的紙上談兵’說不上對教會生活有任何指導作用。 

當然，要是我們堅持福音信仰的立場’而非將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量齊觀， 

則甚難做平等、開放而公允的宗教（文化）對話了； 少不易總結出同時取悅基 

督教與非基督教（譬如說：新儒家）學者的結論。如何在堅持一己立場的同時， 

又避免給人循環論證、自說自話的感覺（先自定前設與論證準則、繼而自證前 

設），這將是一個重大的考驗。下文將從這個角度來評審謝文郁君的著述。 

第二，由於溫、陳二君欲堅持福音信仰立場’而非完全開放地進行耶儒對 

話’故他們不是從靜態的中國文化「原型」入手’而是從動態的中國文化現況入 

手°他們一開始便道出中國文化在近百年經歷了重大的變革，至今國人尚在探索 

文化出路這個現實；故明顯地他們並沒有將新儒家所倡議的心學傳統視為中國文 

化的主流代表’關心的也不是如何與那個一貫的文化「道統」或嚴密的理論「體 

系」對話。 

他們選擇了以問題探討為取向的進路’即探討中國文化當前面臨的種種危 

機’與時人提出的各個理論；關注的也不限於哲學層面，而廣及經濟、教育、科 

學、宗教等相關課題。他們力圖證明基督教是中國文化問題的答案’或至少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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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溫、陳二氏等在〈叢書序言〉如此寫道：「我們 

的『叢書』……側重解答它們（按：中國文化）在當今變革中的偏頗與未來進路 

中的困惑，從而使中國文化獲得重新生存的基礎和前進的動力，至終希望能夠重 

建後現代時期中國文化的 基本的架構。」（頁8)他們宣稱，中國文化的變革 

迫切需要基督教的啟示，惟有具備後者，才得以在認知方式與價值判準上獲得其 

所需要的突破（頁7)。 

筆者個人對這種以問題作取向的進路深表認同。事實上，要是我們一開始便 

全盤接受了新儒家設定的價值標準與議程（如基督教須接納人性美善、須同意自 

力得救、須將孔子與基督同尊……），才與他們對話，則我們除了做出一些為新 

儒家鳴鑼喝道的附庸或「闌尾」式的理論外，根本不會走出傳統中國文化的死胡 

同。所以，設立新進路與新接觸點肯定是至為重要的。 

但是，由中國文化的問題與出路入手討論，便免不了以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評 

檢文化問題。因為，要評斷非基督徒學者對解決當前中國文化的種種理論提出的 

利弊，就是要證明基督教乃中國文化走出當前困局的出路，所以免不了要首先設 

定若干客觀的判別標準；而不同理論在解決問題時的有效性與全面性（溫、陳等 

常批評國人的理論是「偏頗」的），肯定是主要的考慮因素。惟是這種以解決當 

前問題之有效性與全面性為判別標準的文化比較，是否有效而全面（不會「偏 

頗」），便甚值得商榷；至少可以肯定，它甚難說服夾雜濃厚非功利主義與文化 

民族主義色彩的新儒家知識分子。再者，要證明藉基督教精神建構出來的理論比 

其他人文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理論更合理及更有效，似乎也不是一樁易事。對「合 

理」或「有效性」的理解，很容易又會陷入循環論證的桎捨。 

第三，學術性是溫、陳二君為叢書揭橥的另一個風格特徵。在當前的華人基 

督教會，突顯這個重點是饒有意義的。過去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比較的討論， 

口號式的响喊、字面式的比較與附會式的接合比比皆是，屢見不鮮；故「盡量防 

止感情層面的喧瀉，力求嚴肅的選題、相關的論據、合理的推論、準確的語言和 

真實的經驗」（頁9)，實在是一個至為適切的為學指引。我們不必然能提出一 

個令人襟口、毋庸置疑的理論，卻一定不要因我們的唯信主義、主觀任意推論， 

而貽人一個鄙夷基督教的口實。 

不過提出原則是容易的，如何將原則付諸實踐則是另一回事。溫、陳二君一 

方面先認定基督教是解決中國文化當前問題的必要元素，但另方面又要避免「常 

見那現象類比到基督教替代中國文化的簡單操作I，轉而「注意從中國文化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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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形來查考基督教的有關啟示」，將是極其艱巨的任務。因為假若我們首先確 

立了前設與結論，那如何能維持推證過程是客觀與開放的呢？ 

要是我們聲稱「造成中國文化變革偏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文化長期 

漠視，甚至排斥基督教對人類文化所具有的啟示性，「忽視了基督教對於中國文 

化，以及整個世界文化的根本啟示」；那我們必然是已經確知了中國文化缺乏那 

些基督教的啟示，又當在補充了甚麼啟示後，才使中國人振聾發瞋、使中國文化 

起死回生（否則無法作此立論！）。那麼，我們如何尚要在中國文化的實際情況 

來查考基督教的有關啟示？這樣做的意義何在？ 

關鍵的地方是：我們究竟先有問題再有答案：先由國人所認知並覺著困擾的 

當前中國文化的問題入手，然後論證基督教的啟示或許可以為此等問題提供適合 

需要的答案，並且指出其理應較一切其他答案更優越；抑或是先有答案後有問 

題：先以基督教啟示的絕對性與完美性入手，再審判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現況的缺 

失（儘管此等「缺失」不一定是中國人自覺或同意的，甚至可以是他們引以為傲 

的地方）。兩個取向所做出的成果不必然水火不容，互相排斥；但牽涉的是兩種 

截然不同的神學進路：一種是護教性的，另一種則是認信式的。 

無論如何’整個叢書的編輯與出版計劃是令人欣喜的。我們期望十位作者真 

能按照他們擬定的目標與規範，做出既切合中國文化的當前需要、又符合福音信 

仰的立場；既信仰純正又學術性的著述。筆者相信，著述的結論是否廣為接納或 

延之久遠尚是次要的， 要緊的是刺激教內同道的學術與文化思考，拓展與中國 

知識分子信仰對話的空間。這也是本套叢書的歷史意義所在。 

我們且就此套叢書的第一種：謝文郁：《失魂與還魂——中國文化困惑與出 

路》作一些評介，特別是檢視此書是否能符合叢書原定的主旨，達到叢書期望的 

目標。 

據作者在自序中宣稱，此書的宗旨「是努力從基督教及其神學的角度來考察 

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某些走向」’力圖證明基督教信仰是建設中國文化的美好將來 

的必要元素（頁15)。 

全書共分四章，首章題為「失魂——中國文化的困惑」，主要是檢視中國文 

化的傳統與現況所存在著的問題；第二及三章則就個人自由與人生價值兩個課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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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探討，以論證「至善觀念」與「至善觀念來自上帝啟示」兩個論點的雙重必然 

性。末章是「還魂——中國文化的出路」，則回到中國當前的現實文化困境中， 

一而再地證明基督信仰是解決困惑的唯一出路。 

作者首先檢視八十年代國內知識分子面臨的信仰危機與信仰空白，指出此乃 

由於當代知識分子被他們所追求的實踐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和科學主義三種理論 

錯誤引導，而「歧入知識與判斷上的盲點」所致。 

作者分別檢視這三種理論，指出其偏頗與不足之處。他認為，實踐唯物主義 

單單強調實踐的本體意義，無法開拓創造之源；持實證主義思想，過度崇拜經 

驗、無法確立終極的知識論基礎。八十年代甚受國人推崇的個人主義，不論是追 

求物質利益的「物質個人主義」，抑或追求學術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個人主 

義」，均無法單靠「自我」來建立「認識的出發點和真理的依據」（頁26)，因 

為不管是「物質個人主義」所依賴的「至善生活觀念」’抑或是精神個人主義所 

依賴的「自我」，均超越了個體的存在。至於現代科學主義過分崇拜現成科學理 

論，卻看不見發展科學需要純正信仰作為支撐點，並且太受功利主義干擾，結果 

只會導致科學發展受阻（頁34) °作者在檢視完這三種思潮後，認為它們反映出 

當前中國文化面對著 大的問題是缺乏信仰。「我們需要正確無誤的和終極意義 

的信仰的引導」（頁35)。 

作者接著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提供的信仰體系：儒、釋、道三教，作一概括性 

的檢討。他指出：中國文化的一個根本特性是「統一文化中的分裂自我」，就是 

說雖然自唐朝開始，儒釋道三教逐漸合流，並且構成中國文化的整體；但是’它 

們事實上未曾真正構成一個「整體」，卻是各司各職地回答不同層面的文化問 

題：儒家負責現世生活的問題，佛道二家則專注人的來世生活°三教對人的「自 

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令中國人藉攝合三教以從事人格培養時，產生了分裂的 

「自己」。作者認為中國文化這種分裂的人格觀是無法有諧合可能的，因為問題 

的關鍵是有限的人無法確立「至善」的觀念；正如儒家重視善惡的分野’要求人 

克己復禮’追求完善的人格與完善的社會，但仍不能就人的本身確定善惡的標準 

一樣。結論是：「人要擺脫有限性而達到至善得到拯救，在邏輯上和實踐上都只 

有一條路’即指望一種超越的力量從外面或在上面把人拉出，使之脫離有限性’ 

這便是基督教所宣揚的神的救贖」（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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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是有關個性自由的討論。作者認為，「個人主義是當代中國文化和中 

國知識分子的認知盲點之一」，原因在於中國人只能將追求自由簡單地理解為擺 

脫束縛，而非在「至善觀念」的引導下作出正確的選擇。由於沒有至善觀念，人 

被迫按次好的標準來作出選擇，他稱之為「灰色自由」（頁68)。作者相信，在 

人作出選擇、經歷個體自由的當兒，其實他已隱約地有至善的觀念，且是在「至 

善的引導下進行選擇」；但是’由於人並不認識至善，故常將之等同於某個有限 

的觀念，這樣人就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停留在灰色自由中，無法達到充分的自 

由 ° 

作者相信，至善不能由人的理性努力而獲得，只能藉基督教所提倡的「信仰 

——啟示」獲知。因為至善乃是上帝所專有的’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無法擺 

脫其有限性而達到至善’惟有靠賴人的信仰與上帝的救贖，方可達到至善。不 

過，這必待人首先放棄個體所堅持的固有思想體系，放棄內在束縛，放棄驢傲與 

自負，承認自己的有限與有罪，才能接納上帝的啟示。 

作者在第三章討論人生價值諸問題’包括死亡、生活標準與生活意義、心靈 

空虛及罪惡問題°作者同樣認為’人除非將生活標準中的「至善」置放在真正的 

至善中，就是將生命與上帝連接在一起，才能擺脫死亡，得到實在的永生（頁 

109-110)；人也惟有依賴信仰至善的上帝’將之看為生活標準的主導因素，從 

而將欲望變成從屬因素，他才可以解決心靈空虚的問題’「神的至善性保證了人 

的生活永遠充滿意義」（頁121)。至於人的善惡觀念和良心轉換，內在透視給 

人知道至善的存在，但真正的至善仍在於超越的上帝。惟有祂才可以更新人的有 

限與變化無常的良知良心’從而依據至善的標準生活（頁129)。 

在 後一章，作者論斷說’傳統文化支離破碎與改革開放帶來的百家爭鳴局 

面，使中國陷入思想紛亂的情況，「潛在的危險是愈來愈明顯的：如果人們各自 

發展’並且固執一定的價值體系’當這些價值體系相互衝突時’就完全可能引發 

外部衝突，使中國社會陷入嚴重災難之中。」（頁145)但是，如何為中國重建 

一個認知與判別的絕對標準呢？國人追求西方的各種思想’無一能帶給人絕對的 

善惡依據（頁148~149)；而中國古代哲學所樹立的絕對標準，包括「一理」與 

「良知」在內，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絕對（頁150~151)。可見理性的追求無法為 

人帶來至善。由於理性探索之尋找「間接依靠」缺乏的「終極依靠性」（頁 

162) ’無法就有限事物的「有」找到事物的終極原因：「無」’故只能祈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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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超越我們的「無」向我們顯示它的存在（頁1½)，這便是信仰之路。基督信 

仰是唯一可以為人提供終極可靠的方法（頁169)，中國文化主流的儒釋道則無 

法連接到真正的至善去（頁172)。基督教是中國文化走出困局的唯一出路。 

閱畢全書，筆者 強烈的印象是全書的結構非常鬆散，並無一個嚴密的編 

排，甚至給人筆隨意止，拉雜成文的感覺。譬如在第二章第二節，作者討論了灰 

色自由與充分自由的分別後，便由至善觀念拉扯至古希腦思想，再到懷疑主義， 

然後指出基督教解決了古希騰理性的根本困惑；接著又從個人主義如何將上帝的 

至善置放在個體之內的問題，帶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再分別論述 

客體主義與主體主義分別存在的問題。 後作者認為，根本就不應將至善置放在 

沒有真正的實在性的現實個體之上，而是需將之固定在被上帝賦予的靈性之中， 

因為人的靈性既屬聖靈的一部分，就不屬人的現實個體，故可幫助人超越個體， 

獲得終極的實在性。筆者自忖可以明白作者在本節的論證（雖然不大同意），卻 

看不到它與本章所討論的個性自由有何直接關係，又或論證與全書的主題有何補 

益，刪去又有何損害。至於第三節討論到中國文化的務實精神缺少創造性，而創 

造的源頭惟賴無限與至善者上帝，就更是莫名其妙的扯淡。總而言之，本書在結 

構編排及資料論點的鋪陳上，極其混亂，失去應有的分寸，也使讀者念完全書 

後，仍摸不著作者的頭緒，掌握不到此書的大意。 

撇除結構與佈局不談，本書的主要論點及論證其實是非常簡單（甚至簡陋） 

的。作者的主要論點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現實的所有問題，均由於它沒有基督 

教的啟示。因為只有上帝才是至善、才是終極的根據。沒有上帝，人便無法在有 

限的現實中，按著人有限的理性來確立知識和價值，所以便也尋不著統一與不變 

的知識和價值。中國文化的困惑在於「失魂」一即失去至善，「還魂」則在於 

尋回上帝的啟示。至於論證方法：作者不外乎把玩永恆與現實、絕對與相對、無 

限與有限等兩極觀念，指出若果沒有那唯一真正的永恆、絕對及無限（作者常用 

「至善」一詞）的上帝，則中國人從傳統（儒釋道）與西方文化所尋得的答案， 

仍是相對與有限的，無法真正至終解決所有現實的問題。試看下面兩段說話= 

「人是一種有限存在，因此由他們所設立的任何生活標準都無法擺脫其有限性」 

(頁108) ；「人按一定的善惡觀念評價善惡，現在要求人對這一定的善惡觀念 

進行評價，但人們實在沒有評價的 終根據」（頁148~149)。 



278 建道學刊 

作為一個基督徒，筆者當然不反對惟有上帝才是絕對者，也只有驰才是一切 

真理與美善的源頭。人為上帝所造，故心中有上帝及其相關觀念（如至善、無 

限、絕對）存在，但卻無法在現實人生中尋得，結果活在知道無限而又陷落在有 

限的景況中糾纏苦鬥。人既無法尋著真正的無限與絕對，就只能將有限與相對抬 

舉成無限與絕對，這便是我們說的「拜偶像」（參羅一 19~23)。人類各樣文化 

問題的均根源均在於此。 

但是，我們可不能將無限與有限作太極端化的對立，認為除非人找著真正的 

無限以為答案，否則其所找到的所有有限的答案，不獨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反 

而帶來更大的禍端。這種想法，正好陷入作者在書中所批判的「價值虛無主義、 

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頁48)。我們可以將之命名為「有神論的價值虛無主 

義、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就是說，要非相信上帝’則人生無意義、知識無真 

理、道德無價值，一切努力盡皆徒然。整個邏輯思維的方式是黑白二元論式的： 

全部抑或全無（All or None)；或是有上帝而有全部意義，或是沒有上帝而全無 

意義° 

事實上’作者這種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的觀點有時是頗教人反感的。譬如說 

他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須建造在基督信仰。只有在上帝的標準下’人才能在執行 

「多數統治」的原則之餘’尊重少數人的意願。這是筆者同意的論斷。但是作者 

的結論：「我們追求民主’必須讓神來引導’首先要信仰基督。否則’我們仍擺 

脫不了厄運’陷入人的民主泥污中’成為專制的犧牲品」（頁197) ’便有將一 

切兩極化的傾向：是因信基督而有真民主’抑是因不信基督而致不論何種制度或 

思想皆為偽裝式民主的專制（換言之’ 一切非基督教的制度在本質上均是同樣專 

制的）’這個說法是豈有此理的。 

作者的主要論點及論證方法不僅是難以取信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多不 

接受基督教為宇宙間唯一的絕對與無限（至善）；即使是接納基督教的上帝為至 

善的基督徒’也許不少人仍是難以下暖�的’因為我們甚難將一切與文化相關的問 

題簡化如斯：沒有基督教的啟示’便沒有認知與價值的出路；若有基督教的啟 

示’難道一切問題便即時迎刃而解？那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豈非人間樂土了 ？ 

正如作者所指出（頁168) ’即使人知道上帝是至善，仍是無法全然把握此 

至善的’個別基督徒乃至教會整體亦不例外。他（們）對上帝任何有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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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視為唯一、絕對且全面的理解，也還是一種將有限偷換成無限的做法，至終 

為人類帶來各樣的罪惡（這是更深度的自負一宗教的自負）。故此，人藉基督 

信仰認識至善，但卻並不真正掌握至善，他只是藉至善來了解他生活中的一切， 

無論是面對的困惑抑或提出的出路，都只是有限而非終極的。基督徒不會因信仰 

的緣故，而獲得任何對現實人生諸問題的終極答案，反倒他的信仰會時刻提醒 

他，別在有限的現實人生中尋找無限。 

故此，我們可以說基督信仰能為中國人解決其自身罪性（有限）與善性（追 

求無限）的困局，卻甚難相信基督信仰可以簡易地為中國文化的知識與價值等問 

題（諸如現代化、民主政治的追求）提供出路。從信仰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 

人問題的根源因為沒有上帝；但卻不能針對現實問題來聲稱：有了上帝（十二億 

人盡為基督徒）一切問題便自當消失於無形。 

(三） 

筆者認為，謝文郁理論的困難，正好說明本文第一部分評介整套叢書的目標 

與規範時所提出的問題。 

第一，作者未能建立起和國人作信仰及文化對話的共同議題。不錯他主張由 

中國文化的現實問題入手，是較易尋得共同關注「對象」’但是在為「對象」診 

斷困惑’這方面尋索出路，作者便顯然與其他知識分子大不相同。作者所關心的 

是終極問題’卻顯然不是那些被中國文化當前的困局纏繞著、苦苦尋索出路的國 

人所關心的。他們知道現實的不理想，卻未必要立志追求一套終極而永久的答 

案，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 

作者指出一切理論均無法持久：「人們不〔按：疑誤〕再立一種新標準取替 

以欲望為主導的生活標準’但這一新標準是人為的，因而它的有限性必然會暴露 

出來。隨著時間推移’人的生活不能避免再度因新標準的有限性而陷入空虛時 

間。」（頁120 )但是，對不少非基督徒（以及基督徒）來說’這是極其正確 

的。我們的確是處於不斷為解決現有問題而尋求答案’但接著又產生更多新問題 

的景況中。這並不見得是個不理想的景況°除非我們持「絕對主義」的立場’否 

則立志為現實人生尋索一個終極且絕對的答案這個做法，本身可能是更大的錯 

誤，亦會為人類帶來更嚴重的禍害。對此海耶克（E A Hayek)與波柏（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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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er)已作了相當深入的剖析。證諸過去的人類歷史，即使源自基督教的絕對 

主義亦不例外。 

現實人生諸問題與永恆真理有若干關連的地方’這是不錯的。但對現實問題 

的處理，卻不一定要以終極與永恆（至善）為考慮，能夠解決當前的困難便已很 

好了 °在此基督教必須在終極及永恒之外，尋出別的認知與價值判準，以作為與 

非基督徒對話的共同基礎。 

第二，作者放棄比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哲學理論體系，從現實問題著手’ 

無疑可使基督信仰更能面對現實世界裡的中國文化的真面貌，不致於拘限在某些 

新儒家學者理念化了的「中國文化」桎梏中。但是，要在現實層面證明基督教比 

其他學說理論更有效、更實用、更合理’卻未必是個明智的做法，對基督教本身 

也不一定公平°基督教是否比任何一個世俗理論，更能為中國文化的現實問題提 

供診斷與出路’從而證明其有效性與永恆性呢？筆者對此無法不持存疑的態度。 

自二十世紀基督教（特別是非基運動時期）遭受國人廣泛而嚴酷的批判以 

來，不少基督徒均致力藉證明基督教是解決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的有效 

答案，藉此確立基督教在中國立足是合法及有效的。他們要解答的是「基督教在 

中國人的生活上佔有何種角色與功能」的問題。
3
但教他們深感困擾的是：基督 

信仰並不具備對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因此，他們只能參考或借用如馬克思主義 

等別的文化與社會革命方案’並賦以基督教的包裝’好虛應故事。這個做法為教 

會帶來的悲劇後果，就不在此一一細表了。 

筆者深信，我們可以（也必須）用基督信仰來評估各種解決中國當前文化問 

題為主旨的理論方案，藉著信仰所揭示的知識與價值標準來檢討各種理論的成敗 

得失°特別是要提醒致力為中國困局尋找出路的國人，別將任何理想的追求與追 

求的理想絕對化’以免為中國造成更多的困惑。但是卻不應視基督信仰為解決現 

實問題的其中一個出路’或是視之為與其他理論同等層次的競爭對手，否則我們 

就是將相對與絕對、現實與永恒兩個層次的問題及答案混淆了。兩個層次無疑是 

互為影響的’但卻仍是各有不同的兩個層次。 

3參拙著：《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92) ’頁 
157-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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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先在現實層次確立中國文化的問題，再證明基督教是此等問題的答 

案；抑或是先從終極層面確立基督教為真理為答案，再以之評審中國文化的困惑 

與出路（換言之，不獨困惑，連出路也在基督信仰的審判之下）？ 

第三，在堅持基督信仰的純正，並以之作為問題討論的前設與結論之餘，如 

何維持我們討論的學術性、特別是要提防循環論證與自說自話，仍是基督徒知識 

分子的重大考驗。就以謝著為例，「至善」的觀念無疑是全書所有論據的命脈所 

在，但在書中卻多次偷換了其中的意義，前後並不一致（明顯地，「至善」在知 

識與價值等不同課題裡有不同的含義）。此外，作者一方面指出中國人在追求知 

識與價值的過程中，往往已隱含了「至善」的觀念；但另方面，他卻又斷言這個 

「至善」的觀念源自基督教的上帝，並惟有在基督教的啟示中才得以完全彰顯。 

這便陷入西方神學「宇宙論證」根本的理論困難：如何從有限中的無限過渡至真 

正的無限。這個過渡並非邏輯的推論，而只能靠信仰的跳越才能達至，故此不是 

一個論證，而是信仰的宣告。 

也許讀者會感到本書評的評論過於嚴苛，對謝著的欣賞不足。筆者於此坦承 

缺失。但是由於我關心的不單是一本書的論點，而是整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 

書」的目標與規範，以至所揭示的本色神學的探索進路；因此’在為已有的成果 

興奮之餘，還得深入地反省整個進路的可行性與或會產生的•誤，所以才不得不 

坦白進言。但願這個評論能引發更多新的討論，並且對「叢書」接下來的著述與 

出版有刺激與鞭策作用。 

梁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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